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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研究对以往文献将“谁拥有更多家庭实权”和“谁承担更多家务”
等相对变量作为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评价指标提出质疑和反思 , 提议用“个
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和“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两大类 9项

测量指标 , 并将“相对资源论” 、“文化规范论” 、“婚姻需求和依赖论”以及“权
力实施过程”操作化为多侧面的影响变量 ,以建构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
和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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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国内关于家庭权力的研究 ,大多与妇女的家庭地位相联系。众多

研究将女性是否拥有家庭事务决定权作为衡量妻子家庭地位高低的主

要变量或指标之一(潘允康主编 ,1987;徐安琪 , 1992;陶春芳 、蒋永萍主

编 ,1993;陈再华 ,1993;龚存玲主编 ,1993;万军主编 , 1994;刘世英主编 ,

1994;刘启明 , 1994;罗萍 , 1994;沙吉才主编 , 1995;韦惠兰 、杨琰 ,1999;

陈玉华等 ,2000;郑晨 ,2003;单艺斌 ,2004)。妻子承担较多家务劳动也

被上述大多数研究视作女性家庭地位较低的指标或影响因素之一。

关于家庭权力的具体测量 ,大部分研究持相对权力评价机制和多

维度取向 ,且分项变量的数目和界定各不相同 。概括而言 ,对婚姻权力

的度量和评价有如下几种模式:

“经常性管理权重说” 。笔者的早期研究曾将上海家庭以平权型夫

妻互动为主 ,而妻子拥有更多的家庭实权 ,尤其在家庭的经济支配 、劳

动分工及对外交往等家庭事务的“经常性管理”中说了算的更多 ,丈夫

仅在住房选择 、盖房及子女的升学 、择业等“一次性决策”中出任主角较

多的现状 ,视作两性家庭地位平等乃至“阴盛阳衰” ,并推论为妇女地位

上升的一个写照(徐安琪 ,1992;章黎明主编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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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家庭事务决定说” 。有研究认为日常经济支配权不能佐证妇

女的家庭地位 ,并提出与之相对应的“重大家庭事务决定权”概念 ,即从

事何种生产 、住房的选择或盖房 、购买高档商品或大型生产工具 、投资

或贷款等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才是家庭实权的象征和真正体现 ,拥

有这种权力就意味着对家庭资源的控制和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陶春

芳 、蒋永萍主编 ,1993;张永 , 1994)。之后 , “重大事务决定说”得到多数

学者的首肯并成为主流认同(龚存玲主编 , 1993;万军主编 , 1994;刘世

英主编 ,1994),但具体指标项目有所不同 ,如有学者认为劳动分工不应

划归为日常事务(金一虹 ,2000),也有把购买高档商品 、是否要孩子 、子

女升学或就业 、投资或贷款设置为重大决定权(许传新 、王平 , 2002)。

由于重大事务决定权向丈夫倾斜 ,故使用此测量框架的研究者大多认

为男性依然控制着主要家庭资源 ,妇女的家庭权力层次和地位仍低下 。

“受访者客观认同说” 。为改变以往由研究者事先主观选取重要决

策事项的方法 ,台湾有学者以被访者选取最多的家庭中的最重要决策

(伊庆春 ,2001)或采用最重要决定权排序前两位的项目 ,即“家用支出

分配”和“子女管教”的决策结果 ,作为夫妻权力这一多面向概念及评估

妇女家庭地位的具体指标(陈玉华等 ,2000)。

“多元指标综合说”。有研究将家庭重大事务(生产和建房)、日常

事务(日常生活和钱财管理)和子女事务决定权等多元指标作为农村夫

妻权力结构的度量指标(雷洁琼主编 ,1994);有的则将家庭经济管理和

支配 、耐用消费品的购买 、对子女前途(升学或择校 择业 择偶)的发言

权 、生育决策以及自我意愿抉择权等多项指标的得分值之和来测量妇

女家庭地位总水平(沙吉才主编 ,1995)。

“家庭实权测量说”。一些学者在夫妻权力指标体系中纳入“谁拥

有更多家庭实权”变量并用作主要的评价指标(徐安琪 ,1992;沈崇麟 、

杨善华主编 ,1995;沈崇麟等主编 ,1999)。之后又进一步指出分项 、多

维测量的诸多缺陷 ,并认为以家庭实权这一具有综合性优势的单项指

标来描述和分析婚姻权力的现实模式更具可操作性 、更为有效(徐安

琪 ,2001;郑丹丹 ,2003)。

近年关于家庭权力的研究又有新进展。有学者提出应把家庭决策

权与个人决策权加以区分 ,并认为个人自主权也许是衡量夫妻权力的

一个更合适的指标 ,因为自主权标志着个人独立意志和自由度的大小 ,

准确地反映了权力的内涵(左际平 , 2002)。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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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课题也将个人消费自主权(即在购买个人用的高档商品 、出外学习

 打工和资助自己父母时能否自己做主)纳入测量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

体系(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 , 2001)。一项使用第二期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定量研究结果则表明 ,个人事务决定权对家

庭实权自我评价的影响非常小 ,而被一些学者认同为家庭重大事务决

定权对家庭实权的影响则远远小于不被他们重视的日常经济支配权

(郑丹丹 ,2003);而使用同样资料并以家庭实权作为中介变量的一项路

径分析研究结果却认为 ,个人消费自由权指标对家庭地位满意度有较

大的直接影响 ,故而总影响也显著大于日常经济支配权 。该研究结果

还报告 ,已婚男女的家庭地位满意度并非取决于个人是否拥有家庭实

权 ,而主要得益于双方的沟通 、相互平等和尊重(徐安琪 , 2004a)。有学

者针对以往家庭权力研究偏向静态分析的局限 ,通过个案访谈深入考

察夫妻权力的运作过程得出结论 ,即家庭权力并非由资源交换或规范

导致的结果或份额 ,而总是以一种关系 、事件的流动形态出现在家庭

中 ,调节或决定家庭权力格局的变化。个体可能通过“场景界定”进行

有选择的关注和有系统的忽视 ,通过建立范畴类型确立行为规范 ,通过

质疑对方资格能力确立优先资格等权力技术 ,在互动中形塑出有利于

自己的关系定势(郑丹丹 、杨善华 ,2003)。

上述新成果既丰富和深化了关于家庭权力的研究 ,也挑战和质疑

了以往的一些研究结论:即妇女家庭事务(或重大家庭事务)决策权的

递增是妇女家庭地位提高的主要标志和体现 ,妻子承担较多家务劳动

表明她们的家庭地位低下 。由此引出了日常经济支配权究竟是责任还

是权力 ,妻子家庭决策权的相对提高可否佐证妇女家庭地位的提升 ,以

及哪些指标测量妇女家庭地位更为有效等深层思考。

二 、反思与检讨

　　本研究将通过对以往文献资料的分析和评述 ,并使用第二期上海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等量化资料 ,对家庭权力测量及其与妇女家庭

地位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学术反思和检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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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作者的早期研究也存在类似的稚拙之笔 ,故本研究也是一个自我检讨和梳理。



(一)多维指标测量家庭权力缺乏效度和可操作性

“经常性管理权重说” 、“重大家庭事务决定说” 、“受访者客观认同

说” 、“多元指标综合说”和“家庭实权测量说”中的前四种测量方法 ,都

是使用多维度分项指标来度量婚姻权力 ,这无疑可获得夫妻权力关系

各侧面多层次的丰富内涵 ,但其缺陷也是致命的。

首先 ,不同指标受性别分工和权重的制约 。

布拉德等在《丈夫与妻子:动态的婚姻生活》一书中最早提出婚姻

关系中的夫妻权力概念 ,并以丈夫的职业选择 、妻子是否外出工作 、买

汽车 、房子 、人寿保险 、闲暇安排 、看病选医生和每周食品开销由谁决定

等指标作测量(Blood &Wolfe , 1960),但这 8个测量项目被认为存在兴

趣领域的性别差异并因仅调查妻子而受到质疑。森特斯等在上述项目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家庭应酬 、装饰房间 、买衣服 、选电视广播节目和正

餐食谱等 6项共 14项决定权(Centers , et al., 1971),并以夫妻双方的样

本作测量 ,结果是丈夫的权力下降了。

正因为夫妻权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受研究者所选取的决策指标

的影响 ,即使决策变量相同 ,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如同样是经济支配 ,

用在购买食品和衣服上也不同),故选用哪些指标始终存在争议并受到

方法上的批评(Eshleman , 1981;Safilios-Rothschild , 1970)。尽管国内

学者使用的权力变量已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修正 ,但由于男女在家庭生

活不同领域的分工和影响力具有性别差异 ,所设置的多元 、分项权力变

量仍会受到是丈夫还是妻子关注或擅长范畴的质疑 ,而且不同项目的

重要程度存在差异 ,如何加权也是个难题(徐安琪 ,2001)。曾有研究将

多项指标的得分值简单相加之和来表示妇女家庭地位的总水平(沙吉

才主编 ,1995),但这些变量在家庭权力和地位指标体系中是否具有同

等意义仍值得商榷。①

其次 ,多项指标缺失值高难以整合成复合变量 。

有研究试图用因素分析方法将 15项决策项目简化为多个侧面 ,以

137

论 文 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

① 该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概念 、测量的科学性是值得质疑的 ,比如其中的多项指标为定类

变量 ,如“消费决定权”和“对子女前途发言权”的刻度为:5.妻子(丈夫), 4.夫妻双方 , 2.

丈夫(妻子),1.其他家庭成员;“生育决定权”的刻度为:5.本人 , 4.夫妻共同商量 , 3.要与
父母商量 ,2.丈夫(妻子), 2.要与配偶父母商量, 1.其他。(原文如此。 ———作者注)因

此 ,将上述刻度的得分值相加并不合适。



便了解家庭整体的决策模式 ,但首先遇到一些项目缺失值过高(包括回

答由其他家庭成员决策或无此项决策的)故被剔除的遗憾 ,加上另一些

项目的因素负荷值很低等问题 ,仅 7个项目被复合成2个新因子(伊庆

春 、蔡瑶玲 ,1989)。事实上纳入因子分析的“决定子女数目”和“休闲计

划”变量的缺失值都超过 10%,加上其他分别缺省为 6%等 ,因此 ,合成

新因子的总体缺失值依然不可低估 。①。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家庭或同

一家庭的不同生命周期 ,需要作决策的项目不同 ,如一些家庭无钱买汽

车 、房子或储蓄 、投资和经营 ,无子女家庭或老年夫妇不需要对子女的

教养 、升学 、就业作决定 ,而开明的父母往往认同应由子女自己做主 ,等

等。仅以“从事何种生产”决策指标为例 ,会使城市和工业化程度较高

农村地区的众多样本丢失 ,并导致测量偏差和研究资源的浪费。

由于众多分项决策项目的缺失值过高 ,不仅难以成为定量研究指

标体系中的独立变量 ,也无法将各分项决策项目通过因子分析等方法

整合 、简化为家庭实权的复合变量 ,并由此影响对家庭权力的建模分

析 ,如有研究以 13个决策项目作因变量 ,分夫妻样本共建立了 26个夫

妻决策机率形成机制的解释模型 ,令读者眼花缭乱(陈建良 ,2004)。

为了具体说明各分项家庭决策权的缺失值 ,我们根据第二期中国

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上海分课题妻子回答的资料列出表 1。

表1显示 ,除了家庭日常开支 、家庭实权和个人消费自主权外 ,大

部分分项权力变量的缺失值在 7-44%之间 。尽管一项变量的缺失值

在7%左右似不算太高 ,但 12项合计的总缺失值高达 68%,因此 ,显然

不宜将 12项指标的得分值简单相加或以因子分析方法复合为家庭权

力的总水平指数 。有研究将上述分项权力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分

析模型 ,以考察分项权力对因变量家庭实权的影响。该研究虽承认实

际进入模型的 3300个案数大大少于总样本 ,却未说明总样本有多少 ,

只是认为 3300个样本“依然是一个大样本 ,而案例的剔除也有一定的

随机性”(郑丹丹 ,2003)。但使用同一课题资料的笔者的另一研究结果

表明 ,该调查总共 16600多个已婚男女样本 ,而上述诸如“从事什么生

产”等变项的缺省值均在 10-27%之间(徐安琪 , 2004a),由此估计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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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研究未说明进入因子分析及其回归分析解释模型的总样本数。另一些类似的样本缺
失的事实也常被作者们忽视或回避 ,在描述时不予标示和说明(如:陶春芳 、蒋永萍主编 ,

1993;张永 , 1994;雷洁琼主编 , 1994;沙吉才主编 , 1995;许传新 、王平 , 2002;郑丹丹, 2003)。



3300个样本进入模型分析 ,表明该研究的缺失样本高达五分之四 ,且

不可能是随机的(比如“从事什么生产”项目会致使众多城市样本丢

失),即使是随机的 ,仅从五分之一的有效样本数据中得出的结论又有

多大意义 ?!

　表 1　 家庭事务决定权 、个人自主权和财产归属模式及其缺失值 (%)

家庭事务决定权
刻　度

丈夫 共同 妻子 合计

缺失值占总

样本的比重

1.家庭日常开支 14.5 43.2 42.4 100 0.7

2.购买高档商品 大型农机具 16.4 73.9 9.7 100 3.8

3.是否要孩子 2.0 93.6 4.4 100 10.2

4.孩子的升学 就业 8.7 80.6 10.7 100 9.8

5.买房 盖房 13.5 81.7 4.7 100 16.3

6.从事什么生产 11.7 76.5 11.8 100 34.9

7.投资 贷款 14.5 78.3 7.1 100 44.3

个人自主权 完全不可以 基本不可以 基本可以 完全可以

8.购买个人用的高档商品 1.2 2.9 43.8 52.1 3.0

9.出外学习 打工 2.1 4.6 42.9 50.4 12.0

10.资助自己父母 1.4 1.9 41.8 54.9 7.0

财产以谁的名字登记 丈夫 妻子 合计

11.住房 75.9 24.1 100 14.9

12.存款(多数情况下) 51.6 48.4 100 16.0

　　资料来源:上海妇女学学会 、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妇女联合会编 , 2003。

　　再次 ,一些指标是否反映了权力的内涵仍存争议。

有研究将受访者自选比例最高的“日常开支”和“子女管教”两变项

作为家庭权力测量的主要指标 。从理论上讲 ,这样可避免研究者自定

重要决策项目的主观随意性 ,但在实际操作上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 。

首先遇到的是前述的缺失值过高的问题 ,如该研究受访者中有 36.9%

无法确定什么是最重要的家庭决定权(陈玉华等 , 2000),如此高比例的

研究对象难以抉择本身也表明 ,将婚姻权力的测量交由受访者确定未

必更客观 、有效 。加上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受访者往往对尚未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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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重要事项回答“无此决策”或“不适用” ,这也使丢失的样本数更

多。①

更值得追问的是 ,受访者更多地选择这两项是因为日常经济和子

女管教频繁发生 、反复刺激 ,故印象强化的? 还是对市场化背景下知识

和学历价值提升及独生子女时代到来的即时因应 ?或许女性在此两个

领域更具决策权只是说明她们承担着更多责任 、更为操心? 因此 ,这两

个分项家庭权力究竟是“最经常”的还是“最重要”的 ,是“决策”还是“实

施” ,是“权力”还是“责任” ,可否以此来测量妇女家庭地位的高低还须

斟酌 。

仅以家庭开支管理为例 ,有研究显示 ,日本 、菲律宾和韩国的日常

经济由妻子支配的高达七成左右 ,但妻子拥有家庭实权的仅在一至二

成(见表 2)。在传统的刻板化的性别分工社会 ,日常经济的管理与其

被称作权力不如说是“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模式下的妻子职责 ,充

其量只能折射出部分家庭权力而难以涵盖当事人在婚姻生活中的实际

影响力。

　表 2　 日 、菲 、韩三国家庭生活的最终决定者 ② (%)

日本 菲律宾 韩国

家庭

开支

管理

家庭

实权

丈夫 13.4 8.3 8.7

夫妇共同 14.2 17.9 13.2

妻子 69.8 73.2 77.1

丈夫 57.2 55.6 28.5

夫妇共同 21.3 31.8 51.7

妻子 15.9 10.6 19.1

　　在另一项结论为妇女的经济管理权和生育决定权高于男子的结论

研究中 ,作者解释分析时也坦陈该研究的一些分项变量缺乏信度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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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 , 2003。调查对象为 20岁以上女性 , 凡是选全家

的并归于共同,选其他和讲不清的未列入表内 ,故各选项合计的百分比小于 100。

如再加上各分项“由其他家庭成员决策”的缺失值 ,实际缺失的比重就更为可观。况且 ,
受访者认同日常开支和子女管教决定权最重要的分别占 7.6%和 22.3%,以此决策权为

因变量进行建模分析 ,所获得的结果能否反映家庭实际权力之影响因素还须进一步检

验。



如 ,作为家务劳动主体的妇女较多地拥有收入管理权 ,实际上反映的是

一种责任;而女性拥有较高的生育决策权 ,或多或少是因为女性是生育

主体所致 ,况且生育在中国更多地受到家庭以外其他力量的控制(沙吉

才主编 ,1995)。“婚姻自主权”这样的指标也只是反映了代际间的控制

与反控制的权力关系 ,与夫妻权力无涉;婚前能自主选择配偶也未必意

味着婚后的家庭地位较高;而住房 、存款以谁的名字登记既难以确认其

归属权(从法律上讲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如无约定则归夫妻

共同所有),也未必能反映夫妻双方的家庭地位(若住房以父 母子女名

字登记则更无法判断夫妻双方的权力结构)。因此 ,以往被广泛使用的

不少分项变量在对婚姻权力进行测量时未必有效 、适用 。

(二)重大家庭权力的确认尚需实证支持

以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作为夫妻权力的度量指标或许有其理论依

据 ,境外学者对婚姻权力概念的共识是 ,在重要家庭决策中 ,以自身的

意志或偏好去影响配偶的能力(Warner et al , 1986;Mirowsky , 1985;伊

庆春 , 2001)。但是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却是将决定从事何种生产 、住房

的选择或盖房 、购买高档商品或大型农具 、投资或贷款 、是否要孩子 、子

女升学或就业等提升为重大家庭权力 ,而将家庭经济支配 、家庭劳动分

工决策等降格为日常家务的划分 ,主观臆断性较强 ,既缺乏理论铺垫 ,

也缺乏实证支持 。

事实上被视作重大家庭事务的项目大多由夫妻双方共同商量决

定 ,表 1显示上海家庭中有关项目共同决策的比重已高达 74-94%,而

分别由夫或妻决定的比重大多未显示性别差异的统计显著性 。况且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这些分项决策权指标与受访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

度并未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3)。

由于不同决策的重要性和发生频率各异 ,国外也有学者将少数耗

时不多但会影响家庭生活重大走向的决策称为 “组织权力”

(orchestration power),而一些费时 、费心又相对次要的决策被称为“执行

权力”(implementating power)。考察较少出现和较重要的决策(如买房

子)被认为是较好的选择(Safilios-Rothschild , 1976)。然而 ,上述对家庭

权力性质的界定既不周全也未脱离主观臆断性:耗时少的决策就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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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费时费心的就不那么重要吗 ?①区分重要和次要决策的依据又何

在? “执行权力”究竟是权力还是义务? 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另

外 ,即使在西方被认同为重要的家庭决策项目 ,在中国也未必有同样的

适用性 ,尤其是城市家庭以往的住房多为福利分配 ,生产经营 、投资 贷

款 、买车或是否要孩子等诸多事项 ,在受访者生命周期中也较少甚至未

曾经历或无须决策(如表 1所示 ,缺失值最高的达 44.3%),因此 ,其能

否反映中国夫妻的实质性权力还有待于经验资料的深化检验。

　表 3　 哪些分项指标与家庭实权或家庭地位满意度更相关

1.重大家庭事务决定

权
家庭实权

家庭地位

满意度

3.财产以谁的名字登

记
家庭实权

家庭地位

满意度

购买高档商品 大型农

机具
.305＊＊＊ -.018 　 住房 　.143＊＊＊ .039　

是否要孩子 .108＊＊＊ .006 存款(多数情况下) .276＊＊＊-.068＊＊

孩子的升学 就业 .247＊＊＊ .008 4.家庭日常开支支配 .254＊＊＊-.047＊

买房 盖房 .258＊＊＊ -.007 5.家庭实权 -.018

从事什么生产 .187＊＊＊ .002 6.夫妻互动 关系

投资 贷款 .260＊＊＊ -.018
夫妻对话时经常谈得

很愉快
-.074＊ .219＊＊＊

2.个人自主权
本人承担更多家庭劳

动
-.007 -.047

购买个人用的高档商品 .126＊＊＊ .130＊＊＊家务分工满意度 -.052 .374＊＊＊

出外学习 打工 .085＊＊ .082＊＊ 婚姻满意度 -.054 .517＊＊＊

资助自己父母 .117＊＊ .116＊＊＊丈夫经常殴打本人 -.066＊ -.106＊＊

＊ P>.05;＊＊ P<.01;＊＊＊ P<.001

　　正因为使用多维指标描述夫妻权力模式受到不少质疑 ,故西方的

大多数研究只是挑选最适合该研究题目的决策事项作测量指标

(Mirowsky , 1985;Walker , 1996;Lindahl & Malik , 1999;Tichenor ,

1999)。

(三)相对权力指标在微观研究中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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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述一些研究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决策多为经常性出现 、费时又费心的 ,诸如日常经

济 、子女管教等(陈玉华等 , 2000)。



家庭权力模式作为一个在宏观层面测量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指

标 ,曾经起过并依然担负着重要的评价作用 。尤其在作年代或地区比

较时 ,妻子参与家庭决策比重的增减或地域差异 ,显示了妇女家庭地位

的变迁或不同。不少研究报告 ,城市夫妻共同决定家庭事务的比重最

高 ,妻子拥有家庭实权的也多于丈夫;而农村家庭由男性说了算的仍在

半数以上 ,女性握有实权的显著低于丈夫(沈崇麟等主编 , 1999;徐安

琪 ,2001;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课题组 ,2001;郑晨 ,2003)。

然而 ,由于家庭权力指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妻子权力的提升即意

味着丈夫权力的下降 。若在微观研究中 ,也将夫妻的家庭决策权设置

为男女家庭地位的主要测量指标 ,就会面临如下困扰:

1.丈夫权力越少妻子地位就越高?

由于夫权是传统父权等级制的产物 ,是对妇女的凌驾和压迫 ,应予

以彻底否定 ,于是人们往往会把妇女家庭权力提高当作其家庭地位增

高的表征 。然而 ,相对权力指标在提升妻子家庭权力的同时 ,必然相应

降低丈夫的权力指数 ,这不仅会引起男性的疑虑甚至抵触 ,也与建构平

等 、和谐的男女伙伴关系的理念和两性协调 、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科学发

展观相悖 。

那么 ,如果夫妻分工合作并双方满意 ,局外人还有必要对其权力模

式做出价值判断吗? 还有理由去指责丈夫封建 、守旧 ,为妻子打抱不

平 ,非要变为平权模式吗 ?再者 ,夫妻平权必定为最佳模式吗? 妻子拥

有实权就一定意味着丈夫“窝囊” ,丈夫做主妻子就一定受压迫 、无地位

吗?这种判断显然与塑造多元化的两性角色和婚姻互动模式不相

符合 。

2.权力和义务对应一致还是对立相悖?

尽管多数研究都将承担较多家务视作妇女缺乏资源和权力 、甚至

导致其家庭地位低下的直接或间接指标之一 ,但也有研究认同家庭权

力与义务 、责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对家庭事务更操心 、付出更多 ,或持

家能力更强 、服务贡献更大的一方 ,拥有家庭权力的概率也更大些(沈

崇麟 、杨善华主编 ,1995;徐安琪 ,2001;左际平 , 2002)。现实生活中不

少人宁肯选择少操劳 、少负责 ,或因工作忙 、体质弱 ,或因兴趣领域在于

社会权力而无法 不屑多费心 、多尽职 ,也有为减少矛盾 、取悦配偶而放

弃 退出家庭权力领域者 ,这是否也表明他 她在家庭中地位低下呢 ?

有学者提出 ,由于家本位社会中的家庭决策权带有为全家服务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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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成分 ,城市妻子家庭决策权高于丈夫的现象有时会掩盖某些丈夫

逃避“操心”的自由权和妻子被迫“独揽”大权的辛劳 。所以 ,夫妻平等

与否不应完全按照家庭权力的大小来划分 ,而应看它是主动权还是被

动权(左际平 ,2002)。换句话说 ,家庭权力在某些境况下只是责任和付

出的延伸 ,而由此带来的权威地位的满足感则常被操劳和付出所消减 。

3.一方具有相对权力还是双方的平等 、和谐与家庭地位更相关?

表3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不仅所谓的重大事务决定权和财产以

谁的名义登记 ,与被访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评价未呈显著的相关性 ,

而且 ,即使是综合性的“家庭实权”指标也与家庭地位满意度无显著相

关。然而 ,反映个人自主权的 3个变量却对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有

较大的积极影响 。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 ,尽管握有更多的日常经济决定权与拥有家

庭实权呈正相关 ,但受访者对自己的家庭地位不是更满意 ,而是产生不

满情绪 。另一项以家务分工满意度为中介变量的路径分析结果也显

示 ,拥有日常开支决定权的妻子反而对家务分工不满意 ,继而降低了她

们的婚姻和家庭地位满意度(徐安琪 , 2004b),这都从不同视角质疑了

将家庭决定权与女性家庭地位划等号的主观推论 。

表3的另一项有意义的结果也显示 ,家庭地位满意度主要取决于

夫妻双方的相互沟通 、平等 尊重和婚姻互动满足感 ,同时也与女性的

家务分工满意度(而不是承担家务的多少)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这些研

究结果都从不同侧面质疑和否定了相对权力(包括相对家务负荷)变量

在女性家庭地位指标体系中的主要评价作用 。

三 、初步结论和提议

　　在对以往文献中关于夫妻权力测量的“经常性管理权重说” 、“重大

家庭事务决定说” 、“受访者客观认同说”和“多元指标综合说”的缺陷进

行分析 ,并对“谁拥有更多家庭实权”和“谁承担更多家务”等相对客观

变量作为妇女家庭地位的主要评价指标提出质疑和进行反思的基础

上 ,本文概括出如下几点初步结论和探索性提议 ,以供后续研究和讨论

参考 。这些结论和提议涉及家庭权力的测量 、妇女家庭地位指标体系

和解释框架的建构 ,以及深化 、细化相关研究的学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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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家庭权力的测量

正因为使用多维分项家庭事务决定权指标存在性别偏差 、缺失值

过高或概念未必涵盖婚姻权力实质等诸多缺陷 ,以致难以通过加权或

变量简化提取共同因子等方法复合为一个反映夫妻实际权力的综合性

指标 ,因此 ,“家庭实权测量说” ,即以“夫妻比较而言 ,谁拥有更多的家

庭实权”的总括性指标测量婚姻权力 ,被一些研究所采纳 ,并被认为具

有简约 、明了和可操作的优点 ,既可避开不同兴趣领域或势力范围划分

的性别差异及样本缺失困扰 ,又便于受访者的总体判断和回答 ,也使研

究者在建立理论构架时可减少对多维变量加权等困扰(徐安琪 , 2001)。

国外也有学者以“总体而言 ,在做各种决定时谁作最后决策的多些”

(Amato , et al., 2003)和“总体上掌握家庭实权者”的单项指标测量夫妻

决策权的(日本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 ,2003)。

那么 ,受访者对“夫妻比较而言 ,谁拥有更多的家庭实权”的单项指

标是否会有不同的理解 ,以致造成研究结果的偏差呢 ? 根据多项使用

上述单项指标对上海家庭的研究结果显示 ,尽管夫妻的相对权力略有

差异 ,但基本模式大致雷同 ,即夫妻差不多的比例为最高 ,而城市家庭

的妻子拥有更多家庭实权 、农村丈夫为一家之主的更多些 ,这也是各年

代受访者的共识(徐安琪 ,1992 ,2001 ,2004b;沈崇麟 、杨善华主编 ,1995;

沈崇麟等主编 ,1999),表明“夫妻实权”作为测量婚姻权力的综合性指

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诚然 ,单项指标测量的信度和效度会

受到一定限制 ,然而 ,难有最好 ,只有更好。

(二)妇女家庭地位指标体系及其解释模型

尽管以“家庭实权”测量夫妻实际权力 ,比使用多维分项指标更具

可操作性和更为有效 ,但作为度量妇女微观(个人)家庭地位满意度的

直接指标是否有效仍待实证检验的深化 。尤其对于更看重自己职业角

色和社会价值的男性而言 ,家庭权力通常不如社会权力更重要 、更使其

具有成就感。一些女性尽管更看重自己的家庭价值和婚姻权力 ,但只

要丈夫顾家爱妻 、平等待人 ,即使他是一家之主也未必会产生负面感

受。上述妻子拥有家庭实权并未提升她们的家庭地位满意度的研究结

果 ,也进一步质疑了相对婚姻权力与家庭地位评价之间的直接关联 。

而女性拥有所谓的“重大家庭事务决定权”与其家庭地位满意度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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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则从另一侧面否决了相对夫妻权力指标测量的有效性 。

因此 ,本文提议妇女家庭地位的测量应关注如下两个侧面:

一是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权。

在一般情况下 ,只要个人在购买自己喜欢的物品 、亲朋应酬 、外出

学习 工作或与人交往等方面具有自由选择或决定权 ,那么 ,即使配偶

更多地管辖家庭事务 ,也不会计较或产生负面感受。先前的一些研究

将“妻子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有独立决定权 ,以及对其他家庭成

员包括丈夫行为的影响力”(Warner , et al., 1986)或“妻子对自己的行

为 活动有决定权”(Godwin &Scanzoni , 1989)变量作为评估指标之一 ,

有学者也由此提出 ,个人自主权标志着个人的独立意志和自由 ,或许以

此作测量更合适(左际平 , 2002)。前述的表 3 也报告 ,以女性个人消

费 、外出工作 学习以及资助父母等自主权指标测量家庭地位满意度 ,

优于各项相对的家庭事务决定权乃至家庭实权变量 。因此 ,在缺失值

不太高的前提下 ,可将个人在工作 学习 、消费 、业余爱好 、社会交往及

性和生育等方面的自主权变量纳入家庭地位指标体系 。

二是婚姻角色平等的主观满意度。

帕森斯(1991 1970)将地位界定为按照各种先赋的和后致的标准 ,

并参照声望或荣誉对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做出的评估。这种评

估既是个人的又是客观的 ,因为个人的自我评估 ,与个人按照社会阶层

中的位置 ,从有意义的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外部评估紧密相关。在社会

学文献中 ,地位既有“主观”层面(个体声望的知觉),又具“客观”面向

(一个人在社会 、法律方面的应享权利)(转自特纳 ,1991)。

评估女性家庭地位 ,除了考察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是否享有个人自

主权外 ,还应关注其主观心理感受 。良性的夫妻互动无疑将提升其增

权的满足感 ,妻子的个人意见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力 、妻子对丈夫是否尊

重自己 ,以及对家务分工① 和家庭地位是否满意等 ,都可作为度量指

标纳入评估体系 ,由此加大了主观满意度在评价妇女家庭地位中的

权重 。

尽管使用主观满意度指标也有缺陷 ,如一些妻子受男主女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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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不采用“谁承担更多家务”的客观指标而以“家务分工满意度”的主观指标作测量 ,也
是因为女性相对的家务负担在不同夫妻互动模式家庭中的自我感受未必雷同 ,只要她个

人认为是合理、公平和满意的 ,就不会降低其家庭地位指数。



观念的影响 ,对所受的不公平待遇 、身处的不平等地位缺乏敏感 ,导致

家庭地位满意度的主观认知偏高 。然而 ,既然一些女性对自己的家庭

地位评价不低 ,我们又何必非指责她们觉悟低 、性别敏感差并怒其不争

呢?! 实际上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资料显示 ,无论是城市还

是农村 ,妻子的家庭地位满意度都显著低于丈夫(徐安琪 , 2004a),而第

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上海分课题的调查数据也表明 ,上海男性的家

庭地位满意度与女性的无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 ,被普遍认为是“阴盛阳

衰”的上海家庭 ,女性并未感受到自己的家庭地位高于丈夫 ,而丈夫也

未出现因所谓“妻权”的无形压力而感到自己家庭地位的低下(徐安琪 ,

2004b)。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使用主观满意度指标的有效性 。

关于婚姻权力影响因素的解释 ,最常被采用的理论是资源假说 ,即

个人资源较雄厚者 ,如教育程度 、职业阶层或收入较高者 ,在家庭决策

中有更大的力量优势。也有研究以夫妻资源的差距来解释权力的高

低 ,并认为相对资源具有更高的解释力(McDonald , 1980;Blood &

Wolfe , 1960;Scanzoni , 1979;Godwin &Scanzoni , 1989;Warner , et al.,

1986;Coltrane , 1996)。文化规范分析更强调文化和亚文化对权威认

同 、性别规范 、宗教信仰和一般社会准则及其对夫妻权力的影响 。众多

研究表明 ,丈夫的教育程度 、职业层次和收入越高 ,越能接受平等的婚

姻关系。也有研究表明 ,在西方较发达地区资源理论有较强的解释力 ,

但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Rodman , 1972;Hill &

Scanzoni , 1982;Rank , 1982;Mirowsky , 1985;West &Zimmerman , 1987;

Burr , et al., 1977;Warner , et al., 1986)。婚姻需求和依赖理论认为 ,

夫妻中爱得较深和更需要婚姻的一方 ,由于担心配偶变心 ,往往更易顺

从对方而失去权力。女性往往将婚姻作为自己的归宿 ,婚后在经济和

感情上更多地依附丈夫 ,更需要守住这个家 ,因此有更大的概率放弃权

力或接受配偶的支配(Safilios-Rothschild , 1976;McDonald , 1980;

Scanzoni , 1979;Hill &Scanzoni , 1982;Molm , 1991;拉曼纳 、尼雷德门 ,

1995)。笔者曾将资源概念加以扩展 ,将婚前的个人和家庭背景指标纳

入解释模型 ,并引入“持家能力和贡献”的复合变量 ,都获得有力的实证

支持(徐安琪 ,2001)。

在前人和我们的前期研究基础上 ,本研究提议摒弃将相对的家庭

权力和家务劳动负担变项作为妇女家庭地位主要测量指标的思维定势

和模式 ,而以个人在家庭生活各方面的自主选择权和角色平等主观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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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的多维 、复合指标作度量 。与此同时 ,我们将“相对资源论” 、“文化

规范论” 、“婚姻需求和依赖论” ,以及由克伦威尔等提出家庭权力运作

要素之一的权力实施过程(Cromwell &Wieting , 1975),操作化为多侧面

的影响变量 ,建立如下解释模型 ,藉以测量和描述妇女的家庭地位 ,并

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估算和解释分析(见图示)。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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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
前
个
人
和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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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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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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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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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主
权

业
余
爱
好
自
主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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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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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影
响
力

家
庭
地
位
满
意

　　　　

丈
夫
尊
重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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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务
分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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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
家
亲
属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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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家
能
力
和
服
务
贡
献

　　　　

教
育
资
本

　

对
家
庭
经
济
的
贡
献

婚姻依赖论

对
家
庭
的
相
对
依
赖
感

文化规范论

　　　　

地
区
差
异

　

性
别
意
识

权力运作过程

　　　　

夫
妻
沟
通
方
式

　

冲
突
处
理
模
式

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及其解释框架图示

　　该测量方案和解释框架具有如下特点:

(1)妇女的家庭地位并非取决于妻子的相对权力 ,而以其个人绝对

的自主权以及对家庭角色平等认同感受的综合指标作测量 。该度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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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新思路在于坚持了科学发展观 ,即妇女地位的提高不以男性地位

的降低为代价 ,而是致力于建立夫妻平等 、和谐的伙伴关系 ,倡导良性

的婚姻互动 ,共同提升双方的家庭生活自主权和满意度 ,并向两性自

由 、协调和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

(2)不再以单一理论解释妇女的家庭地位 ,而是建立一个多元 、系

统的综合模型 ,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 。资源假说 、文化规范分析 、婚姻

需求和依赖理论在该研究构架中将各具影响力和预测作用。此外 ,将

权力运作过程操作化为解释变量也是本研究构架的一个尝试 ,本文的

假设是:婚姻沟通的障碍 、被迫遵从对方 、在冲突情势下总是忍让甚至

遭遇丈夫侮辱 、殴打的妇女 ,通常家庭地位更低。

(3)为对相关的理论构架有所贡献 ,我们所作的努力首先在于拓展

了资源的概念 ,即影响妇女家庭地位的个人资源既表现于有形的 、物质

的(如学历 、经济收入及婚前的个人和家庭背景),更蕴涵于无形的 、情

感的和持家能力资本(如家庭责任心 、家事管理能力 、服务贡献和爱 、亲

属支持资源)。这主要是因为家庭决策的判断力 、知识和能力未必来自

教育和专业训练 ,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生活实践和经验积累;持家能力较

强者的个人意见往往有理有据并容易被接受;为家人投入较多服务 、更

操心和付出更多的爱 ,更易获得家庭成员的尊敬和信赖 ,也往往更有决

策影响力 。其次 ,我们并不否认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尤其是经济独立能

力的重要性 。因为缺乏专业训练 、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就难免在经

济 、感情上依赖丈夫 ,即使遭遇丈夫变心 、家庭暴力或其他痛苦经历也

只能忍耐迁就和被动顺从 ,以守住这个家 。再次 ,因袭的性别态度(诸

如认同“丈夫的责任是赚钱 ,妻子的责任是照顾家庭” 、“家务是女人的

份内事”或“家庭中重要的事情应该由男人来决定”等)使两性家庭角色

分工刻板化 、丈夫权威合理化 ,而中国家庭受传统性别规范的影响根深

蒂固(尤其在农村地区),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出现回潮倾向 ,因此 ,

将地区和性别意识变量纳入解释模型 ,既是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需要 ,同

时 ,对于改变男外女内 、男主女从和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观念和夫妻互

动模式 ,对于抵制和消除对妇女的歧视或偏见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三)深化和细化后续研究的提议

有研究将婚姻权力分为显性的权力 、潜在的权力和隐性的权力 ,并

认为潜在的权力由社会性别观念决定 ,并通常在夫妻关系发生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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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前起重要作用。当预期到权力较大一方的需要和愿望时 ,在考虑

到可能出现的消极反应或害怕损害婚姻关系而放弃希望发生的变化或

阻止发生冲突时 ,就显示出潜在的权力(Komter , 1989)。家庭权力和两

性地位既是多维度 、多侧面的 ,也是一个动态 、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 ,婚

姻中的成本投入 、资源交换和权威的确立 ,常常建立在爱 、尊重 、持家能

力和服务贡献等无形的人际和符号交流基础上 ,并具有模糊性 、间接性

和潜在性等特征 ,因而难以精确测量(徐安琪 ,2001)。正因为家庭权力

和地位的模糊性 、间接性和潜在性特征 ,一般的定量分析难以回答哪些

行为或决策具有权力意义 ,家庭权威是通过何种情境 事件 、运用什么

策略 博弈方式建构和累积的 ,双方是如何思考以及为什么如此行动 ,

权力和地位背后蕴涵着何种资本或价值符号 、利益或满足 ,等等 。因

此 ,需要以质化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对显性的和隐性的家庭影响

力 权威的形成及其运作过程进行多维 、动态 、细致的观察 、发现和由表

及里的分析 ,如此才能丰富和深化妇女家庭地位测量和解释的研究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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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fe Course studies have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recently.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 since 1960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ife Course , Life cycle and Life History theories.After criticizing some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applications of Life Course concepts and paradigm ,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the Timing view of Life Course , a set of creative and heuristic concepts ,
should be invested more concern from domestic academia.

Evaluating Indexes of Husband and Wife' s Power and Woman Status in

Family:Reflection and review Xu Anqi　134……………………………

Abstract:This study questions previous research that took the variables such as “who
owns more family power” and “who perform more housework” as main indexes of woman

status in family.Instead , this paper used nine indexes belonging to“ individual autonomic
power in every aspect of family life” and “satisfaction for equality in marriage role” , and
manipulated “ relative resource theory” , “cultural norm theory” , “ theory of need for and

dependence of marriage” and “ process of power implementation” as multi-side affecting

variables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indexes and explanative framework for the status of

women in family.

“Yinhua Match” :The sex division of rural women in 1950s

Gao Xiaoxian　153

……………

…………………………………………………

Abstract:The author selected “Yinhua Match” , the largest women-centered labor match

in the central Shanxi plain during 1950s as topic.Based upon large numbers of oral

interviews ,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s , the author analyzed various facts behind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event , showe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and women' s
liberation strategies , and presented how gender differences and inequality wer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when women were promoted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development.

REVIEW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Risks Faced by the Chinese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aoBai　172…………………………………

Abstract:Recent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sociology , especially its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 provides us with an insightful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From the macro-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globalization exemplifies

profou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trade regimes.The collapse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 the shift from the fixed exchange rate to the floating exchange rate , and
the free movement of capital across national boarders not only have brought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China' s economic growth , but also created four structural conditions vi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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